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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埃及政党政治经历了宪政时代、纳赛尔时代和后纳赛尔时代三个时期，在这三个时期中埃及经历了多党政治、
一党政治和政党政治多元化的变化，这充分体现了埃及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穆斯林兄弟会在这三个时期中经历了产生、发
展和演变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对埃及政治民主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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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世俗化是现代化的一个必要条件，
但在中东地区，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伊斯兰教
在诸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尤其是在政治民主
化的进程中，某种程度上却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现代化在政治层面的核心内容是政治民主化，具
体体现为政党政治和民众的政治参与。埃及的政
党政治演变经历了宪政时代、纳赛尔时代和后纳
赛尔时代三个时期，穆斯林兄弟会在这三个时期
经历了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本文就穆斯林兄
弟会的建立及其在这三个时期对埃及政治民主化
进程的影响作一浅要分析。

一、穆斯林兄弟会的建立及其性
质

1928年 3月，伊斯兰教苏菲派思想家哈桑·
班纳(1906～1949)在伊斯梅利亚城创建穆斯林兄弟
会。初名为“班纳运动”，后改名为“穆斯林兄弟
会”，意为坚持伊斯兰原旨教义，为实现伊斯兰使
命而奋斗的兄弟。建立初期穆斯林兄弟会仅是一
个松散的群众组织，后来发展成为有重大影响力

的宗教政治组织。总训导师哈桑·班纳声称穆斯林
兄弟会并非政党，而是代表埃及民众的精神和灵
魂，强调穆斯林兄弟会的宗教性。然而穆斯林兄弟
会已经具备了现代政党的基本要素：明确的政治
纲领、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广泛的社会基础。穆斯林
兄弟会的基本政治纲领（即其宗旨）：以《古兰经》
和圣训为最高指导原则，恢复伊斯兰教原旨教义，
反对埃及社会世俗化和西方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
渗透，消除伊斯兰国家的等级差别，实行伊斯兰教
法，恢复哈里发制度，建立泛阿拉伯的政教合一的
伊斯兰国家。穆斯林兄弟会有着严密的组织体系：
兄弟会的领导人称“总指导”，最高行政领导机构
为“指导局”，负责组织、宣传、教育等工作。设有
“创建委员会”，是协商机构，其成员为兄弟会的元
老。还建有军事性质的“秘密机构”，对其成员进行
军事训练。穆斯林兄弟会具有广泛的民众性：兄弟
会的成员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由政府职员、大学
生、军人、工人、农民、商人等社会各阶层的人员组
成。
穆斯林兄弟会的建立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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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原因。“埃及是自 641年阿拉伯帝国占领后，逐
步通过伊斯兰化而成为伊斯兰国家的，从此伊斯
兰的统治在埃及落地生根。”[1]可见埃及具有深厚
的伊斯兰传统，深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和熏陶，这
是穆斯林兄弟会宗教理论的历史文化渊源。埃及
处在欧洲、亚洲、非洲三洲的焦点，所在地理位置
决定了它所受到的来自西方的冲击与影响要强于
处于中东腹地的其它伊斯兰国家，这是穆斯林兄
弟会建立的历史地理原因。

1882年埃及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922年英国
宣布埃及为独立国家，保留在埃及的国防、外交、
少数民族等问题上的处置权。埃及的殖民地处境
激发了穆斯林民众的爱国热情和宗教感情，这也
为穆斯林兄弟会建立原因之一。随着英国对埃及
殖民统治的深化，西方的政治、思想、文化和法律
制度引进埃及，推动了埃及的现代化，现代化不可
避免会同埃及本土的深厚伊斯兰传统冲撞，传统
与现代的冲突为穆斯林兄弟会的诞生提供了土
壤。此外，穆斯林世界的有识之士为摆脱民族危亡
命运，开始找寻伊斯兰社会的未来出路，出现了伊
斯兰现代主义理论思潮，为穆斯林兄弟会的建立
奠定了理论根基。

二、穆斯林兄弟会与埃及政治进
程
埃及政党政治经历了宪政时代、纳赛尔时代

和后纳赛尔时代三个时期，在这三个时期中埃及
经历了多党政治、一党政治和政党政治多元化的
变化，这充分体现了埃及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一）宪政时期
1923年—1952年是埃及现代化进程中的宪

政时期，穆斯林兄弟会就产生于这个时期。埃及政
坛起主导作用的是世俗色彩的议会政治、政党政
治与精英政治，“宪法的制定和议会的建立无疑是
宪政制度的重要外在形式，诸多议会政党通过议
会选举的形式角逐国家统治权力则是宪政制度的
明显特征。”[2]133宪政制度起源于埃及 19世纪下半
叶开始召开的代表会议，其后又颁布宪法，成立内
阁，开始尝试建立一种西方的政治制度。1908年
现代政党组织在埃及始露端倪，祖国党、民族党和
立宪改革党相继组建，开启埃及政党政治。
宪政时代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根基的传统农

业是经济基础，地主阶级掌握政权，王室是强有力
的政治力量。埃及实际上处在王室、以华夫脱党为

代表的议会政党和英国殖民当局的统治之下。“诸
多议会政党建立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之
上，具有精英政治的浓厚色彩。地主与农民之间的
深刻对立，决定了诸多议会政党之排斥下层民众
政治参与的保守倾向。”[2]134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往
往兼有地主双重身份，与传统经济的密切联系决
定了他们所代表的议会政党的保守性。宪政时代
的政治制度本质上是借助现代政治模式，固守传
统统治秩序。政党政治是统治阶级政治斗争的工
具，民众参与微乎其微。
英埃同盟条约签订后，埃及社会主要矛盾发

生了重大变化，华夫脱党由于内部腐败和不能适
应这种变化急剧衰落。与此同时，民众政治悄然崛
起，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宗教政治组织穆斯林兄弟
会在埃及的影响迅速扩大。作为埃及、阿拉伯和伊
斯兰世界第一个和影响最为广泛的原教旨主义派
别组织，穆斯林兄弟会在初创时期仅仅是一个温
和的世俗穆斯林的宗教协会，主要致力于和平的
宣教和组织发展工作。以 1938年为分水岭，1938
年以后，穆斯林兄弟会开始向暴力政治运动演变，
直接卷入了王室、华夫脱党和英国殖民势力之间
的权力斗争，其活动空间从宗教领域扩大到了政
治领域。
穆斯林兄弟会是以埃及广大穆斯林民众为社

会基础建立的，与建立在地主资产阶级社会基础
之上的华夫脱党相比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更
能推动下层民众的政治参与，扩大下层民众的政
治基础。穆斯林兄弟会的参政议政以及所进行的
一切旨在扩大埃及政治民主的活动，都是埃及政
治民主化的表现。穆斯林兄弟会的活动主要通过
和平方式和暴力方式进行。无论是采用和平方式
的参政议政，还是采用暴力方式的暗杀行为，都体
现了其代表穆斯林民众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反对
王室封建专制和反对精英政治的历史进步性。
和平方式主要是指穆斯林兄弟会发起和组织

的民众示威和其他政治活动，以及通过发行报刊
和出版书籍来扩大在埃及社会的影响。“进入 40
年代，穆斯林兄弟会成为埃及最具影响力的民间
宗教政治组织和非议会政党，拥有 2000个分支机
构和 50万成员”[3]。同时穆斯林兄弟会还利用了王
室、华夫脱党和英国殖民势力之间的矛盾介入政
治角逐，以实现自己的要求，壮大自己的势力，并
在政治上争取更大的空间，积极对待战争问题，强
调采用和平方式，又间接赞赏殉教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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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方式主要表现在穆斯林兄弟会建立“秘
密机构”，发动政治暴力。“1945 年—1948 年间
兄弟会采取了大量的政治暴力行动。华夫脱党及
在埃及的外国势力成为打击目标。1947年曾于一
周内四次袭击英军，而 1947年—1948年发生了
一系列针对犹太人财产的暴力事件。诺格拉西政
府直至在开罗莫干山和伊斯梅尔发现兄弟会的军
火库后，才认识到兄弟会的危险性，于是进行严厉
打击，并查封其报刊《穆斯林兄弟会》，1948年 12
月 8日下令解散兄弟会。”[4]7这是历史上兄弟会首
次遭到执政当局的取缔。它与王室、华夫脱党的对
抗，集中体现了埃及社会民众政治与精英政治的
深刻对立，它借助宗教政治的外在形式，强调民众
的参与性，与精英政治形成鲜明对比。
宪政时期是民族主义崛起的时期，世俗民族

主义与宗教民族主义作为两股政治力量都致力于
埃及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民族主义是伊斯兰
世界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桥梁。埃及的
伊斯兰传统根深蒂固，世俗色彩的政党政治又具
有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在埃及这样一个伊斯兰国
家，宗教是民众参与政治的仅存空间。穆斯林兄弟
会正是借助了宗教组织，来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
挑战世俗国家权威，从而调和了伊斯兰传统与现
代化之间的矛盾冲突，推动埃及政治民主化进程。
1952年穆斯林兄弟会与同样反帝反殖的世俗民
族主义代表—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合作，合力推翻
了法鲁克王室，掀开了埃及历史新的一页。埃及从
宪政时期的多党政治过渡到了纳赛尔时期的一党
政治。
（二）纳赛尔时期
1952年—1970年是纳赛尔统治时期，政治体

制的一党专政是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殖民统治
的延续和民族矛盾的尖锐，促使民族主义在埃及
兴起。宪政时期的政治危机、政党政治同民间政治
的对抗为自由军官组织的崛起提供了土壤。1952
年，兄弟会支持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企图借此
对付华夫脱党和争取参政。但代表世俗民族主义
的纳赛尔政权和代表伊斯兰主义的兄弟会在政治
目标上存在根本分歧。兄弟会希望恢复传统的伊
斯兰社会，纳赛尔在意识形态上奉行世俗的阿拉
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世俗的政治观念与神权
的政治观念必然发生冲突。“七月革命”之后，纳赛
尔政权取缔包括华夫托党在内的议会政党，解散
穆斯林兄弟会。

1952年纳赛尔“自由军官革命”后，埃及开始
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进程。“民族主义、国家资
本主义与集权主义的三位一体构成了纳赛尔时期
埃及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模式。”[2]134政治上一党专
制取代了多党政治，通常情况下从民主化进程的
角度考虑，极权政治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但是，在
伊斯兰世界极权政治是诸多新兴世俗民族国家迈
向民主不可或缺的一步。极权政治是现代民族国
家建立现代社会模式的必经阶段，埃及政党政治
的这种发展趋势，是用强有力的政权打破旧模式。
从长远看，纳赛尔时期的一党专制与政治民主化
不违背，这恰恰是埃及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
政治民主化的前奏。
纳赛尔时代，埃及政党政治的突出特征在于

总统集权、一党专政。纳赛尔作为总统，高居国家
权力的顶点，凌驾于社会之上是埃及民众心目中
“仁慈的君主”。“纳赛尔总统成为埃及新的政治秩
序的中枢，控制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各个
领域”[5]425。议会名为最高立法机构，却缺乏独立政
治地位，依附于总统，其决议只是一纸空文。“内阁成
员仅仅充当听众的角色，只有纳赛尔是发言人”[6]103。
纳赛尔排斥其他任何政党，建立了解放大会、民族
联盟和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相继作为唯一合法
政党存在。通过控制它们的成员入会资格，排斥其
他政党参政的渠道，服务于纳赛尔政权排斥异己、
驾驭社会和控制民众的政治需要。
“在纳赛尔执政后，埃及政府采取的一系列

现代化政策和措施遭到了兄弟会的反对：在纳赛
尔实行的土地改革中，兄弟会坚决反对纳赛尔提
出的‘耕者有其田’的土改政策；在组织新政府时，
纳赛尔一方面想控制兄弟会要它参加内阁，但又
在名额上进行了严格限制，导致兄弟会与自由军
官组织公开决裂[7]24。”1954年 10月 26日兄弟会
暗杀纳赛尔，纳赛尔借机开始了铲除兄弟会的计
划。这是兄弟会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即从具有
相当群众基础且对革命政权构成一定威胁的政治
集团变成遭到当局铁拳镇压而七零八落的非法组
织。1965年纳赛尔政权第二次大规模逮捕、审判
和监禁兄弟会成员，这是纳赛尔时代兄弟会第二
次遭到镇压。统治模式决定反抗模式，穆斯林兄弟
会极端反纳赛尔的政治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埃
及民众对专制政治的强烈不满及对民主政治的热
切期盼。
兄弟会虽然遭到了打击并被解散，但它的“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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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精神和持久战斗力，远远超过纳赛尔的估计。在
埃及这样的一个伊斯兰国家，伊斯兰就是大多数
人所崇拜的信仰，任何追求伊斯兰化的事业都比
较容易获得人们的同情和支持。作为一种意识形
态，绝不是镇压所能解决的问题。”[8]68纳赛尔的专
制统治使得埃及的政治领域几乎无民主可言，不
仅议会政党失去了参政的机会，以穆斯林兄弟会
为代表的非议会政党也遭到了残酷镇压。国家与
民众处于严重的对立之中，政治生活的社会基础
极为脆弱，政治体制与穆斯林民众的政治要求严
重脱节。60年代末，随着纳赛尔主义的失败，埃及
人民从泛阿拉伯主义的幻灭中觉醒，从伊斯兰传
统中寻找出路。标榜民族自尊、伊斯兰荣耀的兄弟
会遂成为穆斯林的希望。
纳赛尔的统治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意

义，它使埃及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取得了真正
的主权国家地位。特别是纳赛尔所推行的一系列
现代化政策，推动了埃及历史进程，由一个地主阶
级或半资产阶级化的地主阶级掌权的半殖民地国
家进入到了一个完全独立的官僚资产阶级掌权的
国家。工业化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埃
及社会结构的重组。纳赛尔时代是埃及历史迈向
现代化所必经的阶段，只有专制政权的统治才能
使埃及这个伊斯兰文化深厚的国家快速接受现代
化，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也只有一个强有力的
政权存在才能组织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埃
及的现代化建设，经过纳赛尔时期的一党专制在
萨达特时期埃及社会很快又恢复了多党制。
（三）后纳赛尔时期
70年代至今是后纳赛尔时期，埃及政坛开始

了多党制，政治生活呈多元化。政党政治、选举政
治和议会政治成为各种新兴势力角逐统治权力的
途径。埃及从国家资本主义时期进入自由资本主
义时期，旧有官僚资产阶级势力犹存，新兴社会阶
级尚未确立主导地位，新旧社会势力处于重新组
合的状态。这一时期的政党可分为执政党、官方反
对党和民间反对党，三者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
作为执政党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阿拉伯社会
主义党、民族民主党始终推行自上而下的运作机
制，政党内部缺乏必要的民主。萨达特的多党制政
党政治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求生战略，它激
活了统治集团内部受到压制和排挤的政治势力，
允许他们在一定范围内展开活动，以图在这种自
相矛盾的力量冲突中，确保对权力的控制。

萨达特执政后，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伊
斯兰宗教政治组织重新崛起。一方面因为萨达特
上台初期为了抗衡萨布里集团和左翼势力等反对
派，鼓励拉拢伊斯兰势力，对穆斯林兄弟会采取了
比较宽容的政策。另一方面“萨达特执政以来的改
革开放和自由化政策虽然使埃及经济状况有好
转，但萨达特政权的性质决定了改革政策的真正
受益者是他的至亲好友、官僚和权贵等阶层的
人。”[9]432西方腐朽文化与价值观传入埃及，引起普
通百姓对社会上充斥的西方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
的愤恨，这一形势有利于穆斯林兄弟会争取更多
的民众支持。最后，政府的施政政策也起了推动作
用。埃及当局采取支持宗教发展的政策以安抚民
心，它在电视、电台中播放宗教节目，诵读经文；报
刊杂志增加了宗教文章，并大量出版宗教读物，这
在无形中鼓舞了人民的宗教热忱。

1976年萨达特恢复多党制，兄弟会温和派借
机参政，但兄弟会仍未取得合法地位，不能以政党
资格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萨达特与兄弟会的合作
乃是互有需求的形势所迫，因而是暂时的，政策性
的，而分歧是根本性的，冲突是必然的。兄弟会对
萨达特的重大政策，或持怀疑态度，或猛烈抨击。
对于萨达特的多党制民主，兄弟会认为只是掩盖
专制集权的遮羞布，至多只是半心半意而已。兄弟
会强烈要求扩大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包括组
建宗教政党的权利。”[10]42尽管如此，兄弟会也得到
了恢复发展。“在这一时期兄弟会通常通过清真
寺、伊斯兰俱乐部等阵地宣传伊斯兰教义，反对萨
达特的内外政策，同时在工人、农民、商人、手工业
者、中产阶级、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广泛发展会
员。截止 1981年 9月，在全国已建立 1500个分
会，估计会员人数达 20多万，支持者有 200多
万。”[11]

这一时期是兄弟会的恢复与调整时期，兄弟
会在不放弃其战略目标的前提下，进行策略调整，
基本上放弃了暴力政策，树立和宣扬了兄弟会的
和平形象，充分利用比较宽松有利的环境，恢复和
发展自己的力量，向市民社会渗透，为下一时期兄
弟会的演进和发展奠定基础。无论是纳赛尔的一
党制政党制度还是萨达特的多党制政党制度都是
通过自上而下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政党制度，其本
质是一致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决定了民
众处在政治舞台的边缘，萨达特执政后期政党多
元化进入了多党并存和一党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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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巴拉克时代埃及政坛上宗教政党与世俗政
党对立。穆巴拉克执政初期一改萨达特晚期对兄
弟会的镇压政策，实行政治解禁，恢复了民主化进
程，继续推行多党制。兄弟会利用穆巴拉克政府推
行的宽松政策，在第三代总训导师欧麦尔·泰勒迈
萨尼的领导下采取以温和的改革主义为方向的政
治路线，从事有节制的合法政治斗争。兄弟会“不
再被视为由异化的、处于社会边缘的激进分子所
组成的极端组织，而成为埃及社会主流伊斯兰教
的一部分”[12]599。
兄弟会在穆巴拉克时代的非暴力战略在政治

上的第一个表现上是兄弟会成员以个人身份积极
参加议会选举。“2000年人民议会选举，兄弟会获
得了 17个议席，第三次进入议会，成为人民议会
内仅次于执政党民族民主党的第二大政治力量和
最大的反对党派势力，对当局和其他反对党派均
构成较大的压力。其他所有反对党派仅获得 16个
议席，而在独立人士加入民族民主党之前，该党只
获得 175个议席，仅占议席总数的 39%！”[13]第二
个表现是稳步的向市民社会渗透，尤其是对同业
公会进行控制。著名学者萨阿德丁·易卜拉欣指
出：“从某种意义上讲，埃及的同业公会比政党更
为关键，因为正如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一样，埃及
的政党仍处于‘欠发展状态’。在过去的 10年中，
兄弟会及其伊斯兰同情者向同业公会的渗透，比
在人民议会选举中的表现更好。”[10]58迄今为止，兄
弟会已经控制埃及医学会、大学教授协会和工程
协会等一些有影响的同业公会。

从萨达特时代开始穆斯林兄弟会就利用政

党政治、选举政治和议会政治来扩大自己的政治
影响，争取更多的民众参政议政的权利。穆巴拉克
政府不允许任何伊斯兰组织参加政治活动，之所
以允许兄弟会成员以个人身份进入议会，是为了
推行政教分离政策，兄弟会实际上仍为半合法的
宗教社团组织。当局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态度仍然
是压制，不同的是态度更灵活，力图将它纳入现代
政体下予以必要的疏导、利用和限制。穆斯林兄弟
会利用政府的这种态度采取渐进伊斯兰社会化的
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避免为政府的镇压提供口
实。它一再申明反对暴力恐怖活动，无意“另起炉
灶”，推翻政府，只希望在现行多党民主制下参与
国家的“政治进程”。其实质是为了拓宽政治活动
领域，以扩大影响。
综上所述，从宪政时期经过纳赛尔时期到后

纳赛尔时期，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同政府的对抗
中逐渐壮大，从一个分散的群众组织到一个运用
合法武器斗争的政治团体，已成为埃及反对党派
中最具社会基础、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宗教政治组
织，在埃及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穆斯
林兄弟会的斗争策略，经历了从暴力对抗到运用
和平，合法或半合法的温和方式进行斗争的转变。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穆斯林兄弟会依据环境所采
取的斗争，推动了埃及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作为埃
及民众的政治代表，其活动空间不断扩大，活动方
式多样，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埃及社会现代化的
进步。其关于建立更加公正的伊斯兰社会的主张，
对当代社会的批判和揭露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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